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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從媒體事件到社交媒體事件

Daniel Dayan & Elihu Katz 在 1992 年出版了《媒體事件：歷史的

現場直播》（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一書，

探訪電視轉播如何促成了媒體事件的興起，他們以埃及總統出訪耶路

撒冷為例，描述電視媒體鉅細靡遺轉播政治人物出訪細節，電視影像

彷彿記錄了歷史畫面，同時也強化了這個事件的影響力，此後媒體事

件就成為傳播研究的一個重要面向。這類媒體事件對於成長於 CNN
等跨國衛星電視即時轉播新聞的人們更絲毫不陌生，從英國黛安娜王

妃之死、美國九一一摩天大樓倒塌、各項重要的選舉場合，人們聚集

在電視機前關注事件的發生，注意每個細節及可能影響，電視媒體擴

張了這類事件的影響力。

Dayan & Katz（1992）認為這些媒體事件的敘事類型主要可分

為三類，包括挑戰、征服、加冕等三種類型的共識性媒體事件，例

如：選舉、競賽、政治領袖出訪等。隨著電視即時轉播的持續發展與

普遍，媒體事件持續擴散到全球不同場域，包括各地的天災人禍、

WTO 等全球大型會議等皆如是，成為電視轉播的奇觀或儀式（Hepp 
& Couldry, 2010；Kellner, 2010）。媒體事件的發展亦生出許多變化，

Dayan 在 2008 著作中重新定義了另一波媒體事件的樣態，他認為電

視成為歷史圖像論述的新演繹者，媒體會刻意將事件組織成暴力事

故，它不再訴求整合與共識，而是鼓吹意見與創造分化，它操控了表

達性事件的定義，包括了幻想破滅、脫軌、衝突等，因而他把二十一

世紀初迄今的媒體事件加上了抹黑、確認兩種附屬類型（Dayan、邱

林川、陳韜文，2009；Dayan, 2008）。

在這些媒體事件的研究中，研究者關注較多的是「事件的組織

者」，如：政治組織與商業機構的跨國合作，同時強調媒體事件是一

種儀式性傳播，為了傳遞和平、勇敢、族群意識等共識性文化價值（邱

林川、陳韜文，2009；Dayan & Katz, 1992）。由此看來，傳播研究

對於媒體事件的分析焦點，強調的是電視新聞即時轉播影像對閱聽人

關注焦點之影響，特別在意少數的主流媒體及政治經濟力量的共構關

係如何影響媒體事件的形成，這裡隱含了一種中心化的媒介思維，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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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電視新聞即時轉播的重大影響力，但它又是被少數媒體機構及政治

經濟力量所操控。

然而，這種以媒體機構為中心的觀點已不足因應以社交媒體作為

主要訊息傳播通道的當代社交媒體事件，如：2011 年發生在中東的

茉莉花革命、2011 年占領華爾街運動、2012 年 Sandy 颶風侵襲美國，

社交媒體流傳大量假照片、2014 年的太陽花學運、香港雨傘運動，

甚至是 2016 年深受假新聞干擾的英國脫歐公投及美國總統大選希拉

蕊落敗而川普勝出，這些社交媒體事件都不是由少數媒體機構或政治

組織所發動，而是群眾在社交媒體上大量分享助長訊息擴散，儘管訊

息來源未必清楚，卻因大量擴散而產生影響。社交媒體平台的物質性

提供了群眾易於接收訊息、表達意見、擴散分享的條件，加上特定社

會文化因素（如：人民長期對執政者的不滿）或自然因素（如：人們

對於災難的恐慌）等長久蓄積的能量，一旦某個觸媒引爆這些能量，

就會爆發社交媒體事件。我們難以預期社交媒體事件何時、何種空間

下會爆發，可是一旦爆發，瞬間可吸引許多人注意與討論，因而社交

媒體事件是在去中心化、網絡化的社交媒體平台所爆發的。

當代媒體事件發生的場域從電視直播主導的年代進入到以社交媒

體為擴散核心的時代，事件的發生非單一組織所能主導，社交平台的

內在技術結構扮演同樣重要的角色，傳播研究向來以媒體機構為中心

的觀點不足以因應社交媒體事件的探究，本文主張應引入科學、科技

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與傳播研究結合，特別是

近年來軟體研究對於新媒體科技的理論觀點，有助我們理解社交媒體

對於事件發生與演變之影響。

二、社交媒體事件之科技與傳播面向

社交媒體事件研究成為近年傳播研究之新興議題，一方面它與傳

統媒體的相互滲透，當前新聞事件的報導、娛樂事件、政治活動、突

發災難無不透過社交媒體進行訊息發布與溝通互動，另一方面，許多

人們日常活動透過社交媒體中介而進行，無論是自我形象的建立、人

際關係的維繫、社會網路的連結、意義的溝通與傳遞，因此重大事件

發生時，也會引起人們在社交媒體進行討論溝通。

社交媒體系統的物質面向有別於傳統的大眾媒體系統，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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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電視、廣播，它本身就是一個融合的體系，以電腦中介傳播與網

際網路為基礎，但在結構上又串連了不同的社交媒體平台生態系，如：

Facebook、YouTube、Twitter、各家新聞網站，都可透過超連結及內

部協定，將不同來源的內容鑲嵌在同一平台內讓用戶透過個別載具觀

看。每一用戶即便用同樣社交媒體，每個人接受到的訊息串流也是截

然不同，而與個人所訂閱追蹤的帳號有關，這點與傳統大眾媒體閱聽

人同時觀看同一頻道必會接受相同內容是大相逕庭。

STS 探究的是特定科技系統的意義與實踐，特別是從科技的物質

面出發，探索它如何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種脈絡互動，以

及科技的物質性與象徵性之間的關係；傳播研究關注的是媒介的中介

化過程與意義如何產製，以及媒介化如何影響社會互動的發生、轉變

與形構；因而 STS 與傳播研究的融合，共同關切的是科技系統的物

質性及設計如何形塑傳播內容與傳播意義（方念萱，2016；江淑琳，

2016；Boczkowski & Lievrouw, 2007；Wajcman & Jones, 2012）。 社

交媒體事件的發生與轉變涉及社交平台的物質基礎對傳播活動的影

響，以及人們如何利用社交媒體進行傳播，因此它成為 STS 與傳播

研究的交會處。

自 1990 年代起，電腦軟體在工作場域與日常生活的日益普及

與發揮影響，STS 學者開始致力揭開資訊科技產製的「黑盒子」，

Woolgar（1991）研究電腦軟體的生產過程，發現開發人員藉由想像

消費者的可能期待，將其融入電腦軟體的研發。這一個脈絡後來擴張

為軟體研究（software studies），主要探討軟體帶來的社會政治意涵。

Kitchin & Dodge（2011）指出，軟體研究關切的是軟體如何寫就與發

展、軟體如何在世界中運作，並產生新的主體、實踐、移動性、轉變

與互動；並試圖挖掘軟體工業的本質，以及探討程式碼在不同領域的

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結果，如：教育、商業與娛樂。

時至今日，軟體無所不在，二十一世紀初興起並蓬勃發展的

社交媒體，更是由不同軟體連結而成的平台結構，包含 Google、
YouTube、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等不同形式的社交平台，它

們相繼成為人們社交互動的主流。Berry（2014）以「社會的軟體化」

（softwarization of society）來稱呼當代被數位媒體高度滲透的社會，

這個詞意指社會自身是運算的（computed），尤其是科技創新的加速

進步使軟體被物質化（materialized），像是軟體需要一個平台才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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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平台同時具有硬體與軟體的基礎，它提供的條件與環境才能使

軟體正確地運行，因此平台可以做為研究軟體與程式碼的立足點。

因此，對社交媒體的批判，必須從社交媒體平台這個兼具有硬體

及軟體性質的物質基礎為起點，它一方面必須依附在載具（行動裝置

或筆電）及應用程式（app）的硬體基礎上，另一方面又受到演算法、

程式碼、資料格式等軟體內在結構之影響。社交媒體具有科技物與人

的雙重連結（鄭宇君，2016），這個雙元性影響了社交媒體事件發生

的脈絡，使用者在社交媒體上的內容交換與消費構築在社交平台的物

質性基礎上，特別是平台的演算法與運算功能，影響到內容提供者與

使用者所能連結的對象；眾多使用者在社交平台互動，產出了大量的

社群數據（big social data），研究者可運用資訊技術從大量社群數據

中萃取人類行為資訊。本文將從軟體研究的理論觀點切入，試圖結合

STS 與傳播研究之取徑，探討社交媒體事件在當代社會之浮現邏輯。

三、 結合 STS 與傳播研究探討社交媒體事件：從個案研究

到理論建構

目前社交媒體事件研究多集中在重大事件的個案分析，特別

是從社交媒體擷取大量的社群數據，透過實際資料分析探討網路社

群的互動行為與大量貼文內容，這些個案分析像是卡翠娜風災時

的群眾外包與災情訊息傳遞（Palen, Vieweg, Sutton, Liu, & Hughes, 
2007.10；Shklovski, Burke, Kiesler, & Kraut, 2008.04）、占領華爾街運

動在 Twitter 上的群眾討論與組織動員（Bennett & Segerberg, 2012；
Bennett, Segerberg, & Walker, 2014）、美國總統大選候選人的社群討論

度（Himelboim, Sweetser, Tinkham, Cameron, Danelo, & West, 2016）。

除了個案事件的分析外，也有跨國事件的比較研究，如：比較美國、

西班牙、希臘的公民抗議事件（Theocharis, Lowe, van Deth, & García-
Albacete, 2015）、比較數十個 Twitter 事件資料集的後設分析（Bruns 
& Stieglitz, 2013）、台灣太陽花運動的 Twitter 社群參與和分享（鄭

宇君、陳百齡，2016）、香港雨傘運動 Twitter 上的多語系社群（鄭

宇君、陳百齡，2017）。無論是占領華爾街運動、太陽花運動、美國

總統大選、卡翠娜颶風、復興航空空難事件，這些事件都在社交媒體

上短時間內引發大量的訊息流通與群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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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STS 角度來看，這些社交媒體事件之浮現是將群眾活動轉換

為大量數據記錄（如：短時間內高頻率的分享、按讚、留言量），加

上不同平台演算法的介入，產生大量的圖文訊息吸引使用者參與，創

造新的再現形式（如：平台上有針對特定事件的大量討論、出現新的

熱門主題標籤「#hashtags」），再捲動更多的社群參與。在事件浮現

的過程中，訊息傳播者與接收者的界線模糊，中繼者（訊息分享者）

的角色更形重要，因此我們需要從傳播與 STS 的角度共同探討社交

媒體事件浮現過程中，人們的互動、文字影像等內容呈現，以及數據

的流通與構建，如何讓一起事件得以在社交媒體中形成。

社交媒體重大事件的個案分析固然使我們理解社交媒體在事件

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但缺乏一個普遍性的理論架構來理解事件的生

成，使研究者難以直接對應社交媒體平台內在結構進行理論批判，因

而本文試圖融合傳播研究與 STS 取徑，提出一個理論架構，從具體

個案中挖掘出社交媒體事件的特色，進而探索社交平台物質性對事件

之影響，最終找出促成社交媒體事件浮現之邏輯。

貳、社交媒體事件之浮現邏輯

一、何謂社交媒體事件？

「事件」（event）是當代哲學討論的一個重要面向，史丹福哲學

百科曾經對事件的相關概念羅列了很長的條目，說明從微觀到鉅觀、

從心靈到物質、從靜態到動態的各種事件定義（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14.08.27）。本文所關切的社交媒體事件，特別意指

浮現在社交媒體公共領域中受到許多人關注與討論的事件，這些事件

不僅在線上吸引公眾參與，也對線下世界產生一連串影響，例如：

2009 年莫拉克風災、2013 年洪仲丘事件、2014 年太陽花運動，都可

視為台灣歷史上的重要事件，網路社群的參與在這些事件中扮演一定

角色。

在眾多討論事件的哲學觀點中，傅柯（Michel Foucault）、德勒

茲（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等後結構主義者看待事件與歷史的關

係，較貼近本文所談的社交媒體事件，也能與 Dayan & Katz（1992）
的「媒體事件」觀點相呼應，Dayan & Katz 強調電視現場直播促成

歷史事件，本文關注的是社交媒體社群的參與如何促成事件。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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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典型的社交媒體事件中，如：洪仲丘事件、太陽花運動，網路

社群在社交媒體上大量發言支持特定社會議題，並促成線下世界的具

體行動，進而創造了歷史事件，這類事件可視為網路群體的語言行動

促成了事件，這個觀點接近 John R. Searle 所提出的語言行動（speech 
acts），語言行動伴隨真實力量，它不僅是說話，而是真正促成行動

（Searle, 1969）。因而，本文將結合傅柯與德勒茲對於事件的觀點，

以及 Searle 提出的語言行動觀點來探討何謂社交媒體事件。

傅柯曾在《知識的考掘學》（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中

說明事件與歷史的關係，過去歷史學家為了解釋因果關係，有目的地

選擇某些不連續事件予以解釋，而將其他不連續事件壓抑下來，這樣

建構的連續性歷史只是意識型態的作用，只能解釋那些被簡化過的

歷史與問題，因此他透過考古學檔案強調歷史的不連續性，歷史沒有

先在的結構，最重要的是曾經發生過的事件，也就是應該把事件當

成一個點，從這個點出發，用系譜學的方式看待某一時空下事件被壓

縮的歷史，因而他強調實效歷史，反對連續性的歷史觀點（Foucault, 
1972/2010）。

傅柯強調歷史是由一些不連續性所組成，它是系列的系列，史家的

工作就是建構系列：定義那些元素適合那個系列、固定它的界線、揭露

它自身關係的特殊形式，形構它的規則，並描述不同系列之間的關係，

然後區辨它們的時間特性、區分重要（伴隨一連串長期後果）與相對不

重要（影響持續時間相對較短）事件，揭露系列的可能性，它是由很少

或重覆事件所形構成的一個的空間間隔（Foucault, 1972/2010: 7-8）。他

進一步說明，事件帶來效果，也變成效果，總是有某種程度的物質性，

這些論述的、不連續的系列在某種限制內有它們的規律性，在它們的結

構元素中，很清楚地不可能建立機械的因果連結或必然性，而且「機會」

是事件生產中的一個類目（同上引：231）。

傅柯透過論述事件的場域（field of discursive event）來分析事件，

包括論述的分布如何創造一個可能的空間、如何將散落的字句構連起

來成為一個特殊的整體、如何浮現為一個具體可見的符號、如何解釋

多變、異質概念的形成，透過這種方式傅柯強調事件出現的獨特性，

而非同一性，但這不表示不考慮整體，只是這個整體沒有本質上的同

一性，它是一組變異且相關的事件，他關切的是事件發生的場域或可

能空間（Foucault,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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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清楚說明事件的是法國哲學家德勒茲。他曾經解釋何謂「一個

事件」？它指的並不是「一個人剛從這裡跑過去」這回事，但一個大

金字塔就是一個事件，事件有其一定時間，無論是五分鐘或三千年，

事件是在一團混沌中被製造出來，在混沌的多樣性中，只有當某種篩

選（screen）存在的情況下，事件才得以從混沌中浮現，因此我們要

探究的是什麼條件使事件得以可能浮現（Deleuze, 1988/1993）。

德勒茲結合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及懷德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觀點，定義「事件」具有三種構成要素：

(1) 延展性（extension），事件是無限的系列，像是石頭投入水塘一樣，

會產生無限的漣漪，沒有終止的界線；(2) 這個延展的系列具有其一

致的內在特性，如：高度、強度、價值、色澤；(3) 事件的第三個特

性是它是獨特的個體（individual）；事件在哲學上的意涵並非在於如

何掌握事物的永恆特質，而在於創新，也就是何種條件下使得客觀世

界允許新事物的主觀創新（Deleuze, 1988/1993）。因此，德勒茲在探

討事件時，關切的不是實際發生了什麼事，也不是事件發生當下的那

一點，而是事件得以浮現的條件，包含所有潛存的可能性。

在《意義的邏輯》（The Logic Of Sense）一書中，德勒茲以獨特

性（singularity）來解釋何謂理想的事件（an ideal event），將獨特性

視為一組獨特的點所構成的數學曲線，像是轉捩點、擴散的奇異點

一樣（Deleuze, 1969a/1990）。德勒茲認為，事件的模式便是問題性

（problematic），事件獨自支撐了問題，並定義了問題的條件，問題

只會被表達其條件之獨特點所決定，因此根據決定問題的條件，一個

問題總是可以在其周遭環境中找到解決之道，事實上，獨特性便負責

生產出問題的答案。

德勒茲強調，事件並不是意指真的發生了什麼，而是有某事「正

在發生中」，某事即將與發生一塊到來，這便是事件，因此事件不是

所發生的事，他將所發生的事稱為意外（accident），事件更是在所

發生的事之內，是一種純粹的表達，帶給我們訊號、並等待我們發現

它。因而，事件必然包含著兩個部分，一端是已經實現化（realized）、

完成（accomplishment）的部分，另一端則是不可能實現、完成的部

分，就像是 actualization 與 counter-actualization。從這個觀點來看，

所有的事件都是獨特的，因此它們既是集體（collective）又是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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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private），既特殊（particular）又一般（general），卻非個別

（individual）或普遍的（universal）（Deleuze, 1969b/1990）。

總結傅柯與德勒茲對於事件的觀點來看，事件有物質性的基礎，

它占據了一定的時間與空間，並且帶來或變成效果，但事件的發生並

非是機械性的因果關係，機會在其中扮演一定角色，事件通常也會產

生後續的連鎖反應，因而我們應當關注的是論述事件發生的場域，如

何讓散布的字句構連出一個特殊的整體，因而事件的獨特性就是在於

它的問題性，事件的發生表達了某些已被實現以及尚未實現的部分。

另一方面，Searle（1969）則認為語言行動（speech acts）是溝通

的基本單位，結合了可表達性的規則，包含說者的意思、語句的意指、

說者的意圖、聽者的理解，以及統治這些語言學元素的規則；進一步

來看，Searle沿用 John L. Austin對語言行動的分類，並進一步闡述之，

將語言行動依據說話者、聽話者，和說話效果分成三大類：(1) 一般

性的說話行動（locutionary act）：一般的說話行為，可透過文法結構

來傳遞意義；(2) 行動導向的發話行動（illocutionary act）：說話者在

特定情境下藉由發話以達成某種目的之行動；(3) 效果導向的說話行

動（perlocutionary act）：強調說話者的話語對聽者造成的影響或效果。

在這三類語言行動中，發話行動（illocutionary act）最為重要，

它意指說話者藉由發話促成某些行動，這類發話行動發生在特定情

境下，且說話者必須是真誠地具有某種意向進行發話，並具有力量

（illocutionary force）來促成發話行動之目的；這些發語行動也是用

來指涉語言與世界的對應方向，無論是描述世界或改變世界，它同時

也表達了說話者的心理狀態，包含信念、意圖、欲望、遺憾、情緒等

（Searle, 1969, 1976）。就社交媒體事件而言，參與者在社交媒體上

針對特定議題或事件的貼文討論、分享、留言、按讚等行為，可視為

不同形式的語言行動，包含了個人意見表述、參與論辯、動員群眾、

上街抗爭、對抗爭行動表態等，這些網路群體的語言行動促成了事件

的發展。

從這個觀點來看本文關注的社交媒體事件，最初可能是少數人

在網路上的討論，後來聚集更多群眾參與發言討論，並形成具體的行

動（如：投票、遊行、捐款、擔任志工等），這些語言行動像漣漪一

樣向外擴散與爆發，引起新聞媒體的跟進報導，更多人透過語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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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參與事件，進而影響了整個社會。Gladwell 在《引爆趨勢》（The 
Tipping Point: How Little Thing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一書中指

出，一些小改變之所以能產生強大的影響力，正是因為透過人際網絡

中的連結者傳散出去，這些連結者與他人溝通時，往往不是透過理性

方式說服，反而經常藉著由外而內的情緒感染他人（Gladwell, 2000
／齊思賢譯，2000）。他的觀點預見了今日社交媒體的龐大力量，包

括阿拉伯之春、占領華爾街運動，甚至是近年各國選舉事件莫不受到

社交媒體的影響，因此以「事件」做為分析單位在社交媒體時代具有

顯著的意義。

以台灣為例，近年來最顯著的社交媒體事件，像是 2013 年洪

仲丘事件最初起於批踢踢論壇上的匿名爆料，最後演變成數萬人在

臉書串連、集體走上街頭抗議的活動（區國強、陳百齡、潘金谷，

2017）；2014 年太陽花運動則是起於 3 月 18 日凌晨幾十位反服貿的

學生翻進立法院並意外地占領了議場，隨著社交媒體的視訊直播、數

千人聚集在線上觀看或到現場聲援，數萬人在社交媒體分享評論，主

流新聞媒體跟進報導，演變成數十萬人上街遊行，最後立法院暫時擱

置服貿協議（鄭宇君、陳百齡，2016）。這些事件符合傅柯與德勒茲

對於事件的描述，也展現了 Searle 強調公眾的語言行動之力量，它們

意外地發生，並改變了歷史。

「事件」亦是近年學界重要的研究議題。香港中文大學在 2009
年及 2016 年分別舉辦了一場「新媒體事件工作坊」，這二個時間點

反應了網際網路或社交媒體做為新媒體事件發源地之差異。邱林川、

陳韜文（2009）指出，新媒體事件不僅是傳播形式上的變化，更重要

的是它與傳統大眾媒介在社會權力結構有相當大的區別，不再是昂

貴、一對多的傳播，而是廉價、多對多的群眾書寫，這使「新媒體事

件」有機會繞過官僚新聞體系或主流商業媒體機構，讓普通大眾能夠

發聲，當代社會事件的發展變得更為由下而上、更快、互動性更強，

更容易跨越原有的國家、機構等地理界限。

到了今日，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場域的重疊性更高，參與 2009 年

及 2016 年二次工作坊籌辦的邱林川認為，2009 年當時的新媒體（網

際網路的論壇或微博）與傳統媒體（報紙、電視）是兩個重合度不高

的輿論場，因此一個事件會在其中一個輿論場發酵，引發討論或關注

後，滲透到另一個輿論場；然而到了 2016 年，智慧手機的普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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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的興起，公眾傳播層面的改變，政治及商業力量透過管制或資本

形式滲透到線上空間，新媒體與傳統媒體輿論場的兼併，已經難以截

然區分（邱林川、苗偉山，2016）。邱林川的觀察描繪了當前中國社

會在黨國管制主流媒體與線上社交媒體的氛圍下，民眾仍試圖尋求在

網路媒體上發聲與創造事件。

從這些觀點來看，今日社交媒體事件的涵蓋面向更廣，不僅包含

網路空間發酵的事件如何影響主流媒體的報導，也探討了傳統政治力

量與商業資本如何影響網路事件的發展，線上與線下世界的相互滲透

成了不可逆的方向。固然社交媒體本身不能直接造成革命（Gladwell, 
2010.10.04），像是茉莉花革命、占領華爾街運動、太陽花運動、雨

傘運動之所以發生，各自有其社會中長久累積的衝突力量，但不可諱

言地，社交媒體是促成這些事件在該時該地引爆的觸媒，它可以在短

時間內吸引大量群眾參與，透過即時分享或發文使得相關討論聲量急

劇增加，引起更多人關注並參與行動。

二、不同類型社交媒體事件的特色

目前對社交媒體事件的研究，多數探討的是特定事件的發生經

過，對於事件形成的場域缺乏探究，因此藉由比較不同類型的社交媒

體事件之相似與相異，有助研究者進一步探索社交媒體事件的本質、

特色與構成要素。本文以近年台灣社會發生的重大選舉、社運、災難

這三類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交媒體事件個案出發，比較不同類型社交媒

體事件的特色。這些事件的起源無論是天災、人禍、選舉，或是線上

的爆料、倡議或動員，它促成了網路世界的訊息傳布、公眾討論，甚

至影響選舉投票結果或街頭抗爭等，這些事件的共同特徵是同時在線

上與線下世界發生效應。

本文選取個案的標準包括：(1) 事件發生規模或影響性擴及全台

灣；(2) 除了台灣社群之外，該事件可能同時吸引跨國社群關注；(3) 
具有相似類型的個案，以便進行比較分析。根據這些條件，本文將

國內社交媒體事件現有的相關研究進行歸納整理，選舉事件包括了

2012台灣總統大選（鄭宇君、陳百齡，2014）、2014台北市長選舉（李

瑞娟，2015.11）；災難事件包括 2009 莫拉克風災（陳百齡、鄭宇君，

2014）、2014 復興航空澎湖空難（陳百齡，2014.11）、2014 高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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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事件（鄭宇君、賴至慧與陶振超，2015.11）；社會抗爭事件包括

2013 洪仲丘事件（區國強等，2017）、2014 的太陽花運動（鄭宇君、

陳百齡，2016）、香港雨傘運動（鄭宇君、陳百齡，2017）。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事件是線上討論多，但線下未必會發生大

規模集體行動，或未產生具體影響。它們造成線上熱烈討論的原因可

能是大眾媒體報導或網路論壇的熱議，如：2015 年 11 月馬習會無預

警發生，引起主流媒體大幅報導，不少意見領袖在網路媒體或個人臉

書頁面發表公開評論，引起網路社群的熱烈討論，但馬習會過後，新

聞報導數量消退後，社群討論熱度不再；或是 2015 年 12 月頂新一審

判決無罪，引起群眾不滿，網路社群串連抵制頂新／林鳳營鮮乳，雖

然有網友實際到賣場進行「秒買秒退」的抵制行動，再將自己的舉動

張貼在網路上分享，但事件主要發酵的地方還是在網路社群，未形成

大規模的消費者集體行動。本文將這類事件視為「網路爆量事件」，

也就是在線上媒體討論熱度高，線下行動集結的人數偏少，這類事件

是傅柯稱為相對不重要的事件，一旦線下行動參與人數變多，它們仍

有潛能轉變為大規模的實際行動，故本文還是將它列入事件的可能類

型，稱為「網路爆量事件」，以下以 2015 年馬習會、抵制林鳳營事

件為例，這二起事件僅在線上熱烈討論，未釀成大規模線下抗爭。

這些社交媒體事件個案多數為作者所參與之研究團隊親自進行

社交媒體資料收集與分析，在資料收集與分析的歷程中同樣展現了事

件的相似特徵，並顯露了不同類型事件在社交媒體上發展的差異性。

本文從「事件」的角度出發，重新省視前述幾種類型的社交媒體事件

特徵，根據研究團隊所收集的社交媒體資料，包括線上發言的文本內

容、後設資料（metadata）及線上參與觀察，進行時序分析、文本分析、

情感分析（支持或反對）之量化與質化分析結果。

其中，社交媒體的後設資料包括：貼文時間、用戶 id、使用語言

別、發文的地理資訊等，這些可讓研究者進行時序分析（time series 
analysis），主要是以「天」為單位，計算每日相關貼文出現的數量

及參與發言的使用者數量之變化趨勢。

另一個主要資料則是網路群眾在社交媒體事件中針對特定議題的

大量貼文，這些貼文代表公眾在社交媒體中透過發言或分享貼文來展

現語言行動，並促成事件發生。如同 Searle（1976）將具有力量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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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行動（illocutionary acts）分為五種基本類型，以下概述 Searle 的五

種類型發話行動，及它們在社交媒體事件所呈現的不同面貌：

（一） 代表型（representatives）：說話者不同程度地相信所說命題的

真假或正確與否，例如：肯定、相信、總結、否認、報導。這

類發話行動在社交媒體事件中占很大一部分，像是網民提出各

種與事實相關的陳述，例如：描述災難現場情境、解釋服貿條

例對各行業的影響、分享新聞資訊或轉貼訊息、轉述或評論意

見領袖言論等，無論發言者是認同或反對這些事實陳述，這些

都屬於代表型的發話行動。

（二） 指引型（directives）：說話者想要讓聽者去做某件事，例如：

要求、命令、建議、企求、邀請。這類發話行動在社交媒體事

件中呈現為各種動員的話語，例如：號召群眾上街遊行、呼籲

選民投票支持候選人、徵求民眾擔任救災志工、鼓勵民眾捐款

援助等。

（三） 投身型（commisives）：說話者決心投入一件行動，而且是真

誠地發話，例如：保證、答應、發誓。這類發話行動在社交媒

體事件中展現為個體透過社交媒體公然承諾去做某事，如：某

人宣布參選、加入政黨、決定擔任志工等。

（四） 表態型（expressives）：說話者表達特定的心理狀態，例如：

道歉、恭喜、感謝、歡迎、痛惜，在這類發話行動中，事實為

預設條件，重點在於說話者的態度與情感。這類發話行動在社

交媒體事件中呈現為各種情緒表達，如：災難事件中表達難過、

悼念、鼓勵、打氣的話語。

（五） 宣示型（declarations）：說者在特定情境下藉由說話而改變某

種狀況，這種發話行動必須伴隨一種語言之外的其他機制運

作，如：教堂、法院，一旦特定人說了某些話，它就符合這個

機制產生效用，如：法官在法院宣判某人有罪。這類發話行動

在社交媒體中較為少見，原因在於社交媒體並不具備這類特定

機制讓發言產生特定效用。

除了最後一類較為罕見外，其餘四類的發話行動都在社交媒體事

件中皆能發現。在實際分析的操作上，多數研究者會根據事件屬性將

文本內容進行分類，經常採用框架分析來分析大量貼文內容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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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統計各種框架在事件發展不同階段出現的頻率高低（盧安邦、鄭宇

君，2017；Entman, 1993）。舉例而言，在災難事件中，最常出現的

文本類型為災情資訊、救災行動、表達意見或情感（陳百齡、鄭宇君，

2014）；在社會抗爭事件則可見到：定義問題、診斷原因、道德評判、

建議解決方案（Entman, 1993；Zhou & Moy, 2007）；在選舉事件中，

大量貼文的分析焦點經常是比較不同候選人之間的支持程度，透過文

本的正負情緒分析以顯示網路公眾的支持或反對立場之多寡（Groshek 
& Al-Rawi, 2013）。

綜合這些社交媒體事件的個案研究，可歸納出研究者對大量文

本的內容分析主要可從兩個面向切入，第一類關注的是文本內容的主

題，在不同類型事件中，出現的主題類目有所差異；第二類關注的是

發言者立場，計算大量發言者針對特定對象／議題／事件之支持或反

對立場，藉此概括出該事件中多數群眾的立場。結合上述討論，本文

並從時間性、文本類型、發言者立場這三個面向來探討不同社交媒體

事件的特徵，並將這些特徵歸納於表一。

表一：社交媒體事件之特徵比較

時間特性 文本類型 發言者立場 個案

選舉活動 時間固定、可預

期、熱度時間有

限

事實、評論、情

緒（ 支 持 或 反

對）

意 識 形 態 對 立

（兩極化）、易

受候選人或媒體

議題設定影響

總統大選、

台北市長選舉

重大災難 時間突發、不可

預期

資訊、行動、表

達

立場單一，以救

災 優 先 較 少 爭

議。

莫拉克風災

高雄氣爆

復航南港空難

社會抗爭 時間敏感度中、

持續時間較久

事實、歸因、責

任、解決

立場複雜，非二

元對立，包含支

持、反對運動的

群眾立場，以及

政府、新聞媒體

等組織立場。

洪仲丘事件

太陽花運動

雨傘運動

網路爆量事件 與網路社群討論

或新聞報導的時

間持續度相關

報導、對報導之

評論、情感表達

（支持或反對）

很多討論但缺乏

大 規 模 具 體 行

動，若主流媒體

未跟進報導，容

易 失 去 討 論 熱

度。

馬習會

抵制林鳳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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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首先，不同類型事件的時間特性最為顯著，以每日為

橫軸、社群貼文量為縱軸進行資訊視覺化分析，選舉事件的社群聲量

為山峰狀，發文量與參與討論人數的高峰必然在選舉當天，選前選後

的聲量皆遠低於此；災難事件則以事件發生之初為最高點，接下來發

文量急劇下降；社會抗爭事件的發文量則較為複雜，一開始只有少數

聲量持續關注該議題，若能穩定加溫，越過某個爆發點後，則會維持

較高關注量，在抗爭過程中若發生不同陣營的衝突（通常是政府與抗

爭者之間）則會再引起幾個波段的小高峰。上述三種類型事件時間變

化的典型趨勢可參見圖 1 ~ 圖 3。
其次，分析事件相關的文本內容，藉此掌握不同類型事件中的

主要發話行動。根據過去的研究發現，在選舉事件中，以引用事實資

訊（如：新聞超連結）、評論（評比候選人）、表達情緒（支持或反

對）為主（鄭宇君、施旭峰，2016）；在災難事件中，以莫拉克風災

為例，貼文內容則是提供資訊（更新災情狀況）、行動（呼籲救援）、

表達（討論或情感撫慰）這三類表述行動為主（陳百齡、鄭宇君，

2014）；在社會抗爭事件中，則出現較複雜的文本內容，包括詳述事

實（如：說明服貿條例內容）、歸因（解釋服貿背後的中國因素及可

能後果）、責任（要求馬英九政府負責）、解決（抗爭者要求退回服

貿）。

第三，分析參與事件的群眾類型與發言者立場，可以發現在政治

圖 1：2012台灣總統大選 Twitter每日推文量及發文人數
資料來源： 〈探索2012台灣總統大選之社交媒體浮現社群：鉅量資料分析取徑〉，鄭宇君、

陳百齡，2014，《新聞學研究》，1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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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選舉事件中，經常反映現實政治的兩黨意識型態對決，也就是不同

候選人的支持者形成極化的兩端，鮮少有相互交流與討論的狀況，國

外諸多研究也都證實這個現象（Groshek & Al-Rawi, 2013）；在災難

事件中，則是絕大多數參與者立場一致，皆為救災優先，只有少數群

眾會把救災牽連到政治而有對立觀點（陳百齡、鄭宇君，2014）；但

在社會抗爭事件中，參與群眾更為複雜，以太陽花運動為例，不同行

圖 2：2014復興航空南港空難 Twitter每日推文量變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圖 3：2014太陽花運動 Twitter每日推文量及發文人數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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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受服貿協議的影響各異，有些行業受益、有些行業受害，因此「支

持服貿」vs.「反對服貿」的社群聲量不相上下，真正獲得多數共識的

是「反黑箱」，而在社會抗爭的不同階段，即使支持抗爭的群眾對抗

爭策略亦容易有衝突，如：是否占領行政院、何時退場，這些不同主

張也會反應在社交媒體上，引起眾多參與者論辯。

上述三種在線上與線下世界都發生重大影響的社交媒體事件外，

最後一種是線上討論聲量大，但在現實社會實際參與人數較少的「網

路爆量事件」。此外，Dayan & Katz（1992）所關注以電視轉播為主

的傳統「媒體事件」，這些事件的發生也會映射在社交媒體的討論聲

量上。

三、社交媒體事件的構成要素

除了比較不同類型社交媒體事件的特徵外，亦可透過數位資料

特有的後設資料進行分析，找出社交媒體事件的構成要素。Bruns & 
Stieglitz（2012, 2013）利用社交媒體的後設資料進行分析，以 Twitter
的主題標籤（#hashtags）收集全世界 27 個事件的資料集，透過「推文

含有超連結的比率」vs.「轉推（retweet, RT）占整體貼文比率」二項

指標進行事件的標記，他們將所有資料集標示於同一座標圖（圖 4），

結果發現可分為二大群聚：第一群是以電視轉播為主的媒體事件，

如：英國皇室婚禮、歐洲歌唱比賽、澳洲選舉，低比率超連結（10% 
~ 20%）、低比率轉推（10% ~ 30%）；第二群是災難事件與抗爭動

亂事件，如：澳洲水災、紐西蘭地震、海嘯、倫敦暴動、利比亞動亂，

高比率超連結（40% ~ 50%）、高比率轉推（40% ~ 60%）；唯一例

外的是維基解密，它的超連結比率高達 70%。

從這些數據來看，第一群媒體事件反映用戶的雙螢幕觀看行為，

人們一邊看電視實況轉播、一邊在社交媒體討論，由於大家同步觀看

轉播，故不需引用超連結或轉推，他人也能理解當下的發言所指為

何，這是即時轉播的媒體事件之特徵；第二群是災難與抗爭事件，當

事件發生的範圍廣大，沒有完整資訊轉播，人們只能仰賴個別目擊者

上傳訊息，因此使用者大量轉推他人訊息或分享超連結；唯一特例是

維基解密，由於它是影響全球性的特殊事件，超連結都指向少數幾個

與維基解密相關的特定網站。

Bruns & Stieglitz（2012）根據長尾效應的史特金法則（Sturge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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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將用戶分為三種類型：高度活躍用戶（top 1% most active 
users）、活躍用戶（next 9% of active users）、不活躍用戶（the 
remaining 90% of users），比較這三類用戶在各資料集貢獻的貼文程

度，結果發現與政治選舉、抗爭相關的事件，如：全國大選、占領

華爾街、埃及革命，由高度活躍用戶貢獻的內容比率愈高，意即少

數人貢獻多數內容；愈接近媒體或娛樂事件，如：英國皇室婚禮、

KONY2012 則由不活躍用戶貢獻較高，意即參與人數更多，每人貢獻

很少內容；災難事件則位於上述這二類事件之間。

從上述用戶參與程度的比較，我們可發現災難、社會抗爭類型

的「社交媒體事件」與以電視轉播為主的「媒體事件」有顯著差異：

(1) 前者仰賴大量、不同來源的超連結文本做為傳播內容，後者仰賴

少數、單一來源的廣電媒體轉播做為傳播內容的討論依據；(2) 前者

需要少數的高度活躍用戶積極貢獻內容，無論是原創貼文（如：目擊

者上傳現場照片）或分享他人文章（如：網路意見領袖發言），透

過社會網絡分析可以發現這些人經常是網絡連結中顯著的重要節點

（hubs），後者則相對不依賴高度活躍用戶，而是靠著廣大用戶觀看

電視轉播來參與事件，因此在社會網絡分析中的顯著節點則是負責轉

圖 4：不同事件資料集的超連結比率與轉推比率
資料來源：左圖出自 “Toward more systematic Twitter analysis: Metrics for tweeting activities,” by 

A. Bruns & S. Stieglitz, 201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16: 
103. 

 右圖出自 “Towards a typology of hashtag publics: A large-scale comparative study 
of user engagement across trending topics,” by A. Bruns, B. Moon, A. Paul,  & F. 
Münch, 2016,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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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電視台或主辦單位的帳號；(3) 前者的參與群眾傾向有更多的跨

社交平台引用，如：在 Twitter 上引用 YouTube、Facebook、Instagram
等其他社交媒體內容；後者的參與群眾則經常是雙螢幕收視使用，一

邊觀看電視現場轉播、一邊在社交媒體發文討論，民眾參與媒體事件

的方式從傳統獨自在家看電視演變成今日在網路跟大家一起看電視，

如：世界盃足球賽的 Twitter 發文、批踢踢電視版的 LIVE 文；(4) 前
者事件裡面充滿了不連續性、去中心化的內容或群眾，這些參與者並

不是一個真正的整體，例如在太陽花運動期間有關支持或反對服貿的

爭議，個人在臉書上所見內容皆為與自己意見相近的同溫層社群，無

法感知到位於不一樣同溫層的另一群用戶，所見的完全是相反的內

容；後者仍然圍繞在某些儀式性的媒體事件，群眾透過社交媒體集體

參與，進行共識性的意義表述。

從上述討論發現，仰賴電視轉播的傳統「媒體事件」在社交媒體

上亦仍有一定表現。Vaccari, Chadwick, & O’Loughlin（2015）認為，

閱聽人同時使用雙螢幕（dual screening），代表著即時轉播的廣電媒

體和社群媒體的實踐正相互跨越與轉換，融合出複雜的聚合，這個轉

變能促進並重新形塑公眾的政治參與行為。Chadwick（2013）更以混

合媒體系統（hybrid media system）來稱呼社交媒體與傳統廣電媒體

相互滲透的體系，閱聽人從不同媒體接受訊息後的行為也會影響他之

後如何使用其他媒體。

無論是「社交媒體事件」或電視轉播的「媒體事件」，它們之間

也有一些共通點，同樣都需要短時間內群眾的參與與情感的投入，用

戶方便在社交媒體上看見自己想看的內容及親友共同參與的話題，甚

至是社交媒體自動推播而來。這些共通點來自於社交媒體的物質性，

例如：演算法的篩選訊息、方便快速分享的轉推功能、圖文交織的內

容更利於群眾的情感投入、用戶互動與社群的形成。

因此，本文認為社交媒體具有引爆事件的潛能在物質性的基礎

上，特別是它的雙重連結，一方面是人的連結，一小群人關心的事務

透過層層疊疊的人際網絡，快速擴散到龐大社群；另一方面是平台技

術的連結，透過共通的數位結構，用戶無論用任何型式數位工具寫

作、拍攝、改造，只要將這些文字或影像內容透過社交媒體分享，其

他平台用戶亦可透過超連結方式連到原始內容觀看，甚至可追蹤、記

錄原始創作的時間、地理位置、創作工具等相關後設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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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特性符合德勒茲所指明「事件」構成的要素：一則訊息（圖

像或文字內容）可在社交媒體上進行無限延展，且這個延展的系列具

有一致的內在特性，它同時也是創新，例如：2015 年敘利亞難民男

童溺斃海灘的照片在短短一日之內擴散全球，這幅照片引起數千網友

改造成 memes，[1] 這些改造圖片的大量分享反映的是人們的情感與理

解，它形成了一起社交媒體事件，鼓動全世界跨地域、跨語言的群眾

共同關心歐洲難民潮，正是社交媒體蘊含的潛能允許這樣的事件得以

發生。

參、社交媒體事件之物質性基礎

軟體研究學者 Gitelman（2006: 7）將媒介定義為：「媒介做為溝

通之社會化體現的結構，這個結構一方面包含了技術型式與其相關協

定（protocols），另一方面這個結構是一種文化實踐，不同的人具有

同樣的心智地圖、他們分享並投身於再現的通俗本體論，形成一種儀

式化搭配。」這句話展現社交媒體具有科技物與人類意義創造的雙重

結構，也印證了我們必須同時從關切人類意義創造的傳播研究，以及

關切科技物實踐的 STS 取徑切入，才能理解社交媒體平台做為當代

主要媒介之重要性。

就社交媒體構建的生態系而言，它是由各種社交平台、全球各地

用戶、演算法、即時產製的圖文內容、大量社群資料所組建而成，只

有當各個元素在共同利益下合作，才能使一起事件得以在社交平台上浮

現。以下從影響社交媒體平台生態系最重要幾個面向切入，包括：平台

演算法對內容的篩選、吸引用戶投入的機制、圖文交織的內容串流。

一、社交平台的技術結構與演算法的介入

軟體滲透我們的日常生活，影響生活中的分類／排序之意涵，

特別是社交媒體經由演算法給予的權力，開啟了「技術無意識」

（technological unconscious）的時代。Beer（2009）指出「演算法的

力量」（power of the algorithm）就是一種技術無意識的代表；演算

法一方面連結和詮釋使用者所產生的後設資料、展露出他們的使用模

式，但另一方面透過介面調整來導引使用者的使用方式；在這種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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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使用者並不具有關於平台系統的充分知識，這些平台究竟如何使

用這些後設資料，也未透明化，反而成為黑盒子。

Burrows（2009）認為軟體演算法（software algorithms）的決策

力量挑戰了人類能動性，資訊技術不只中介，更組成或構成了我們的

生活；社會互動與連結不只被軟體與電腦語言／編碼所中介，更是經

由它們所構成的。軟體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卻經常潛伏在「理所當

然」的背景中，它對建構與分類人、地、物之影響往往難以看見。具

體例子是使用者產製或分類線上內容的標籤，不再是我們去找資料，

而是演算法根據用戶行為讓資料「找到我們」，如：臉書自動推薦用

戶感興趣的內容，建議用戶這張照片該標籤什麼地點或哪些人。這種

提示成為生活一部分，卻不一定被意識到，今日大部分傳播活動都在

智能載具間自動發生，人類只能介入這傳播過程的一小部分，大部分

人沒有察覺或真正知道這過程的全貌。

但也有學者認為使用者並非絕對弱勢，他們也有參與改變平台結

構的可能，像是 Twitter 的轉推、#hashtag 功能，最初都是由使用者創

作，後來才被平台官方吸納為標準功能。Gehl（2014）認為，社交媒

體的技術結構不全然由平台所決定，使用者應更積極參與社交媒體結

構的設計，他以反 WTO、占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等社會抗爭為例，

在這些運動中，使用者的發布需求使他們不僅在發布線上內容時成為

積極的行動角色，同時也形塑了這些網站的結構；為了改變社交媒體

的結構，他建議用戶與行動者必須更早投入，並經常跟上社交媒體結

構與軟體的發展，以避免任何的不平等與問題，及正在發生的各種隱

私狀況。

van Dijck（2013）指出，社交媒體做為連結性媒體，它的連結性

（connectedness）是驅使許多用戶登入網站的動力，亦即人與他人產

生連結，因而這些網路平台更加強調社交性，另一方面平台的可連結

性（connectivity）快速成為有價值的資源，社交媒體平台所屬的大型

公司，如：Google、Facebook，他們更感興趣的是用戶資料，這些資

料是促成連結的副產品，但可給公司帶來額外的運用與好處，它促成

的結果是平台之間的相互連結，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
一個連結性媒體的生態體系（ecosystem）因而浮現。

社交媒體的興盛帶來新一波新媒體的資本主義，Google、
Facebook、YouTube 等科技公司創造的新媒體經濟，由軟體技術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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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架構決定了訊息流動及用戶投入的方式，研究者必須用逆向工程

（reverse engineering）來理解社交媒體的組成與文化結構，特別是它

如何被生產，製造者與使用者的關係，及使用者如何被允許以社交媒

體框架來產製內容（Gehl, 2014）。

因而，人們在使用社交媒體時，表面上只與單一社交媒體互動，

實際上在社交媒體上的每次點擊都代表與平台的雙重連結產生互動，

一方面是使用者在社交媒體分享了文字、圖像、影音內容時，另一方

面平台之間交換了資料與後設資料，包括各種超連結、影像格式、使

用裝置，這些都會影響後續的圖文內容產製與使用者的意義詮釋。

二、使用者參與和社群聚合

社交媒體是人們進入網路世界的入口，社交媒體如此吸引社群參

與（engaged）的主要因素在於「人們不需要去找資訊，想看的資訊

自動來找你」，透過預先訂閱的新聞帳號、好友清單、追蹤的名人清

單，平台即能透過演算法自動地將訊息發送到個別的客戶眼前，再加

上平台預設的社交按鈕，用戶可以很輕鬆地透過按讚、分享、留言、

標籤他人，與社群平台上的其他人產生互動，這足以產生一種共同觀

看球賽、追蹤名人或參與事件的共在感，形成一個因事件而聚集在一

起的暫時性社群。

Facebook 成功的關鍵之一就是把人際的友好互動簡化為一個按

「讚」的視覺化指標，以豎起大姆指的圖像取代正向文字，使用者不

必費心撰寫話語即可對他人傳遞正向訊息，這個按讚符號又可將眾人

互動累積為「按讚數」，再影響其他用戶對該則貼文表態。Gerlitz & 
Helmond（2013）探討 Facebook 透過社交媒體按鈕追蹤用戶行為，並

轉換為用戶參與的數據，社交按鈕與插件（plugin）可將不同網站彼

此連結，讓用戶產生的不同數據彼此流動，像是「讚」按鈕是計算用

戶參與的計數器，用來衡量用戶連結到不同網路的行為，促進了網路

的重組與集中，他們將這種技術設施概念化為「按讚經濟學」（“like” 
economy）。

社交媒體中的分享行為以轉推功能為代表，最初它是使用者自

創，只要在某人推文前加上「RT」再轉發出去即可快速分享訊息，

後來被 Twitter 官方吸納為標準功能，開發出轉推鍵，讓用戶按一個

鈕就可轉推出去。boyd, Golder, & Lotan（2010.01）是第一批使用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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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方法探索轉推多元、潛在的社會意義的學者，他們的研究發現，轉

推可在 Twitter 場域展開一種短對話，擴大其他用戶的聲音和信號，

這篇研究被後來學者廣泛引用。Larsson & Moe（2012）則認為，轉

推是衡量某些觀點在 Twitter 世界重要與否的關鍵，愈常被轉推的推

文往往也是重要推文。Freelon（2014）認為轉推是一種新的傳播功

能，它能幫助訊息接觸更多受眾，但很多時候人們是「轉推而不背

書」（retweets are not endorsements）。Highfield, Harrington, & Bruns
（2013）研究 2012 年歐洲歌唱大賽，發現特定 Twitter 帳號的追蹤者

組成了一個社區，轉推具有顯著的會話功能得以組織群眾，用戶可以

在轉推發送之前進行編輯，它有助社區裡的成員進行對話。

總體而言，學者研究發現轉推有三個具體的意義：令人感興趣、

信任、影響力，這些功能彼此重疊，它使得轉推成為衡量訊息是否重

要的有效指標；有學者認為分享或轉推本身是一種使用者以個人信譽

為訊息背書的形式，但也有學者發現轉推只是純分享訊息，不一定代

表分享者對訊息背書，必須考量轉推的情境。

Gladwell（2010.10.04）認為透過 Twitter 和 Facebook 等社交網路建

立起來的人際關係屬於「弱連結」，雖然在網路上響應回覆某活動非

常容易，但透過弱連結難以將網路的力量落實到現實行動中，因為低

黏性的人際連結有助於資訊交流，卻無法使人承擔風險、挑戰社會常

規，甚至改變社會秩序。但 Rheingold（2012）則抱持樂觀看法，他認

為社交媒體方便人們用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參與公共事務，他提出「參

與的冪次定律」（power law of participation），使用者利用社交媒體連

結有意願參與社運的少數人，透過線上私密社團完成協力分工，可向

公眾發布社運訊息，號召更多人響應並形成實際的街頭抗議或遊行，

其他參與者也可輕易利用社交按鈕協助訊息擴散，並在社交媒體上進

行對話與論辯。這使得過去侷限於小眾參與的社會抗爭，得以透過社

交媒體的參與鷹架讓更多人輕易參與，並形成參與的社群。

社交媒體也會促成重大事件中社群的浮現，像是在災難、社運、

選舉事件中，都會有因應事件而產生的浮現社群，如：選舉期間促

成浮現的政治對話社群（鄭宇君、陳百齡，2014；Burgess & Bruns, 
2012；Vaccari & Valeriani, 2015）；當災難事件發生，社交平台的互

動機制協助志工們自發性地組織起來，透過「#hashtags」達成群眾

外包的救災行為（Starbird & Palen, 2011.05）。社交媒體促成網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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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連結行動邏輯（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透過互動性高的

數位媒體將主題個人化，透過個人網絡將公民訊息傳播出去，號召

廣大的群眾參與，它可以沒有具體領導者、沒有傳統組織，透過水

平化社交平台擴散訊息並動員群眾參與（Bennett & Segerberg, 2012；
Bennett, Segerberg, & Walker, 2014）。

總結而言，社交媒體經由技術的介入形塑出一種「分享」的意識

型態，人們習慣透過分享與社群互動，按讚或留言也可視為用戶將個

人態度分享予公眾，它帶來了一種社群參與的文化，訂閱相同新聞帳

號的用戶具有形成社群的潛力、粉絲訂閱名人或節目帳號產生互動亦

可能形成社群，更多人可用簡單方式參與並關注公共事務，並在參與

的過程中，使個體與他人產生更多互動，進而形成了不同規模、不同

形態、持續時間不一的各式各樣社群。

三、圖文交織的內容構成了連結性記憶

早年的網路論壇以文字為主要的溝通媒介，2010 年以後的社交

媒體愈來愈強調以圖像、影音的分享來吸引用戶投入。因為圖像比文

字更容易擴散，一方面是演算法將圖像曝露在動態訊息的優先性高於

文字，另一方面是圖片不像文字長於論理，經常以感性訴求使人們表

達情感的意願激增，並可透過文字、表情符號、分享、按讚等方式展

現，而影像分享的力量可跨越文字的籓籬，在社交媒體的分享上，感

性邏輯往往比理性邏輯更容易觸動人心。

Highfield & Leaver（2016）指出視覺內容已是當前社交媒體活動

的重要組成，無論是以視覺為主的 Instagram 和 Vine，或是圖文並用

的 Facebook、Twitter、Tumblr，包含自拍、動圖（looping media）、

資訊圖表、memes、及線上影音等形式更加普遍，視覺和資訊呈現是

重要的考量元素，但社會文化研究對這些以視覺為核心元素的線上傳

播活動之分析，遠落後於文字主導的社交媒體分析，視覺社交媒體是

「影像為基礎」且「互文內容」，因而當視覺與文字協力時，表面上

的一詞多義（polysemy）將有更多層次的意涵。

學者探究圖像分享對人類生活的意義，van Dijck（2010）認為

照片分享平台是透過照片交換形成用戶的共同觀點和經驗空間，同

時也是集體回憶的視覺檔案資料庫，他指出 Flickr 作為一個社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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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資料庫之結合，提供了無限連結的建構（the construction of infinite 
connections），它被嵌入在連結的文化裡，這種文化及社會網絡結構

力量逐漸滲透在日常生活之中。

van Dijck（2010）提醒，照片分享網站所謂的「集體記憶」和「集

體遺產」很大程度是受到電腦程式編碼與機構協定影響之結果，在社

交網絡平台中創造的連結性（connective）與集體性（collective）是

不同的，傳統所稱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是指人和人

共同經歷了某種普遍性的經驗連結，集體記憶是個體心靈與其他個體

心靈觸碰之結果；相對的，「連結性記憶」或「網絡化記憶」卻是人

類心靈和技術交織的結果，它是在網絡環境的數位實踐活動中所產生

的「社會—技術」之事物；我們的記憶受到數位技術之影響，連結的

動態性構成了記憶的最根本環境，物質性技術成為了一個重要的中介

者。以大家習以為常的例子來說，Facebook 經常跳出訊息提醒用戶去

年此刻正在做什麼，正是連結性記憶的最佳例證。

簡言之，van Dijck（2010）認為用「連結性」取代「集體性」更

能貼近描述照片分享的社交網站，它不只是照片分享／交換的網站

或影像檔案庫，更是基於無限連結過程中所構建的社交媒體資料平

台，其中演算法扮演了重要角色，所有上傳的影像資料都有意識／無

意識地提供了大量資料和後設資料，透過不可見的演算法和社交平台

機制，這些資料被再製為新的物件，促成了社會活動或人類行為，包

括對過去或記憶的建構。社交平台成為了連結人類意見、經驗，和記

憶之管道，而底下則是社會與技術所構建的展演結構（performative 
infrastructures）。

從另一個角度看，新聞分享是 Twitter 中的重要活動，新聞影像

的分享也是，除了媒體記者拍攝的照片外，在記者無法及時到達的場

所，個人在社群平台發布的照片經常成為第一手的影像證據，它除了

是新聞報導引用的來源外，也是人們轉發的焦點；其他像是體育活動

也是 Twitter 常見的新聞討論主題，因此可推論適合上鏡頭的活動會

更容易以照片的形式來分享。另外，名人在 Twitter 上具有影響力，

尤其當名人發布自拍照時，對追隨者形成一種直接與名人接觸之印

象，用戶透過轉推名人圖片與相同興趣的粉絲互動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Thelwall et. al., 2016）。

在天災或公民抗議事件中社交媒體常有大量影像素材，人們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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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素材認識與記得這些事件，智慧手機更推動這進程，它不只是攝

影機，更是傳播載具，愈來愈多災難事件目擊者把影像寄給主流媒體

或上傳網路分享平台，如：2005 年 7 月的倫敦爆炸案中，許多目擊

者拍下照片上傳網路，給予「#hashtags」，或寄給 BBC 等媒體（Vis, 
Faulkner, Parry, Manyukhina, & Evans, 2014）。Mortensen（2011）認為，

攝影向來被賦予證據與見證之信念，但當前用手機的攝影見證不再只

是道德義務，而以照片之觀看形式作為個人經驗一部分，這也意謂觀

看行為在線上流通之欲望（我們想要看他人正在看什麼），在社交平

台中所稱的「目擊」是指透過（鏡頭）中介而取得的視覺經驗，一如

今日在社交媒體上看到各種行車記錄器、監視器拍下的「目擊」畫面。

社交媒體的圖文交織發布已是常態，它是吸引用戶投入與關注

的主要因素，特別是智慧手機的即時拍照上傳功能，在突發事件發生

時，一張精采的目擊照片與文字描述可快速地在社交媒體傳布並引起

熱烈迴響，對社交媒體事件的浮現具有決定性作用。這樣決定性的影

像內容過去掌握在新聞記者的攝影鏡頭裡，今日則是人人都有機會成

為發布關鍵影像的目擊者，一如南港空難時某位民眾正巧拍攝到飛機

即將墜落時擦過高架橋上計程車的一瞬間，這張照片及影像上傳到社

交媒體 Twitter 與 YouTube 後，成為全球社交媒體在這起災難事件中

最廣泛傳布的連結性記憶。

肆、代結語：融合 STS 與傳播研究探討社交媒體事件

從 Dayan & Katz 在 1992 年出版《媒體事件》迄今已有二十五年

之久，在這四分之一世紀當中，傳播生態已有翻天覆地的轉變，媒體

事件由電視新聞即時轉播為事件核心，演變到今日社交媒體事件是以

社會網絡平台的群眾分享擴散為主要動力；前者事件是由少數的政經

權力與媒介組織共同形構而成，後者事件則仰賴社交媒體平台公司的

技術結構與無組織群眾的力量所共同形構。換言之，前者是由寡占的

政治—經濟—媒體組織為中心而形成的媒體事件，後者則是由科技公

司—資料—演算法—新聞媒體—文字圖像—使用者等多重元素構成的

網絡，加上「機會」所主宰的社交媒體事件。

綜合前述幾節討論，我們可以重新思考新型態的社交媒體事件有

那些可能樣貌：首先，像是奧運會、世足賽、皇室婚禮、教宗登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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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an & Katz（1992）所關注的傳統媒體事件在社交媒體時代亦不會

消失，只是它的形貌有了轉變，閱聽人以多重螢幕觀看的方式來參與

這類共識性媒體事件，人們一邊看著電視新聞（或網路影音）直播的

慶典畫面，一邊在社交媒體上與眾人一起評論，藉此更加融入參與事

件，成為這類儀式性媒體事件的一環。

其次，線上影響線下（online to offline, O2O）的社交媒體事件，

特別是網絡化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在二十世紀後半，以電視為主要

傳播管道的年代，當電視被國家主要政治經濟力量所掌控，主流媒體

會過濾或美化對執政者不利訊息，大規模革命難以發生，但在社交媒

體出現之後，反抗當權者的組織與個體意見透過社交媒體上的群眾分

享得以被更多人看見，以螞蟻雄兵方式突破主流媒體被執政者掌控的

局面，因此才有茉莉花革命、太陽花運動、雨傘運動的出現。這股線

上影響線下的力量也擴散到政治活動與選舉事件，包括台北市長柯文

哲的當選、英國脫歐公投、美國總統川普當選，社交媒體將個別民眾

的不滿力量透過他們的按讚、分享，凝聚成一股能夠影響投票結果的

力量。

第三，網路爆量的社交媒體事件，意指只在線上引起眾多群眾討

論，並未對線下產生實質重大影響的事件。這類事件經常發生，它的

源頭經常是一則影片或一起事故，它可能出於行銷的刻意操作（如：

網路爆紅的素人），或是組織的危機處理不當，在短時間內引起大量

消費者在社交媒體抱怨，也可能是某些群體發起的社會倡議活動。然

而，這類事件若不能使多數線上參與者把不滿或認同轉化為實際的線

下行動，往往只能喧騰一時，在下一次事件爆發時就被遺忘。

回到德勒茲對於事件的觀點來看，他強調事件的模式便是「問題

性」，事件獨自支撐了問題，並且定義了問題的條件。從這個角度來

看洪仲丘事件與扺制林鳳營事件之差異，何以前者能從線上爆量討論

延續到線下世界串連成大規模行動，後者僅是網路爆量事件，而無法

引起大規模具體行動；本文認為差別就在於支撐兩起事件的問題性不

同，前者涉及長久以來的軍中人權問題，後者則是個別廠商的信譽問

題，但問題性對於社交媒體事件之影響，難以單從網路文本的數量與

時間序列分析來看，必須進一步考察此一問題性在當地社會文化的系

譜，它超出了本文的分析架構，這是本文的研究限制，留待未來有機

會再另文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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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STS 的角度來看，社交媒體的物質性使得上述三種類型的事

件成為可能。Facebook 與 Twitter 這兩個全球主要社交媒體科技公司

最初在設計平台技術結構時，即以促進人們社交互動與訊息流動為主

要目的，降低群眾表達意見與情緒的門檻，並藉由分享的意識型態來

吸引群眾投入。這些網絡化社交媒體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得社交媒體

事件的浮現，非由單一組織或個體所決定，儘管新聞機構發布的內容

與相關討論還是在社交媒體事件的形構中占了一定份量，但重點不在

於特定新聞機構發布了什麼內容，而是有多少人願意分享該則新聞，

才使其能見度增加，一旦量變才能質變，促成社交媒體事件之浮現。

另一方面，從技術結構來看，Facebook 與 Twitter 最大的差別在

於 Facebook 訊息結構是鼓勵用戶垂直互動，在某人貼文下留言，只

有在該則貼文下留言的人才便於參與互動，有助於社交互動與社群形

成；Twitter 訊息結構則是水平互動，無論是回應某人發文或分享，都

會形成一條新訊息擴散給發文者的所有追蹤者看到，方便訊息快速傳

遞。這二種平台的不同訊息結構造就他們的個別屬性，前者強於社群

凝聚，後者擅長訊息發布，但彼此的訊息又會跨平台流動與相互影響。

因此，真正影響重大的社交媒體事件經常是跨平台流動，先是在

訊息流通快速的 Twitter 擴散到更廣的跨國群眾，加上 YouTube 的影

像傳播，影像分享的力量可跨越語言文字的籓籬，接著在社群凝聚強

的 Facebook 喚起更多人關注，當群眾情感與意見表達的意願激增，

透過文字、表情符號、圖像、分享、按讚的方式展現，最後匯流成一

股強大的群眾力量才能促使事件形成。

總結而言，本文嘗試融合 STS 與傳播研究取徑，探究社交媒體

事件的浮現邏輯，從實際的個案研究中歸納出不同社交媒體事件之特

色，探討時間特性、文本類型、發言者立場的差別；從社交媒體平台

的物質性說明平台的技術結構、圖文內容串流如何吸引用戶投入，得

以在短時間內促成社群聚合，共同參與一起社交媒體事件的發生。這

是一篇初探性嘗試，希望有助研究者能以不同的視角看待今日多樣貌

的社交媒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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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Internet meme 可譯為網路瀰因／網路爆紅，源自作家 Richard 
Dawkins於1976發行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書，

他在書中提到的「memetic」（文化基因），之後被人們直接稱

為「meme」，它是文化資訊傳承時的單位，其定義是「一個想

法，行為或風格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的文化傳播過程。後來被

用來指稱網路上大量被修改、混搭、再挪用的圖像，像是各種

表情包、著名影音內容的再次創作等，甚至是快速爆紅的影音

內容或改圖（Goriunova, 2013；Vicker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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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was to study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media events by integra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events’ and ‘the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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